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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首先对１９世纪晚期以降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作了概括

性的回顾，接着考察了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源流脉络，对早期在华传教士、海

外汉学家、中国本土学者和旅美华裔学者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所作的主要贡献作了较为系统

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学界对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之

争简略地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研究既是一种视野和方法，更是一个专门的史学

研究领域；社会生活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研究群体的社会生活

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群体性现象。

关键词：　社会史　　社会生活史　　学术传统　　学科定位

作者项义华，男，１９６４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　３１００２５）

　　所谓社会生活史，顾名思义，就是社会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生活包罗万象，依照物质、精神二分

法，可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可分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

无论按照哪一种分类方式，社会生活史的包容范围都是相当广泛的。但在学科定位上，社会生活史却

只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相并列的作为专门史的社会史的一个分支而已。因此，我们不能将社

会生活史泛化为社会发展史，当作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熔为一炉的一种综合性的通史。但是，如

果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都从社会生活中抽离出去，将社会生活限定在以衣食住行为核心

的日常生活领域，那也会导致对社会生活史的窄化。事实上，社会生活史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既包

括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但与作为专门史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

史不同，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时，社会生活史在宏观方面更加注重从整个社会大系统

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微观方面又要将其落实到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如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

一部《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①就对鸦片在中国从药品到奢侈品再到日常消费品的变化过程作了深入

的分析，揭示了鸦片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多层面意义，这就与注重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通史性

著作或其它专门史著作区别了开来，充分体现了社会生活史的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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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大的门类，社会史研究最初是在１９世纪晚期的欧洲开始兴起的。当时，在

欧洲占主流的是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尔德·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Ｒａｎｋｅ）为代表的史学流

派。该派的特点是以科学的考据方法分析和运用历史资料，注重把握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主张将专

门化的研究与“整体史”结合起来，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去把握各种特殊事件的意义，将各个民族、各

个时代的历史融为一体。兰克认为：“整体史不是以特定的关系和趋向，而是以完整性、总体性，理解

人类的历史。整体史这一学科与专门化的研究区别在于，整体史在研究特殊事件中，从不失去整体的

视角，这是其研究的基础。”①基于这种理念，他对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尤其是１６—１８世纪的

历史）作了系统的研究，在整个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学术成就直到今天仍然得到高度肯

定。但是，由于兰克学派偏重于政治史一路，且往往以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活动为中心，

相对忽视了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它在１９世纪晚期的德国历史学界也引起了一些反弹。如艾

伯哈德·戈特海因（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Ｇｏｔｔｈｅｉｎ）就针对兰克史学的偏向，“主张拓宽历史学而把经济、社会和

文化各方面包括在内”。在其所著的《文化史的任务》一书中，戈特海因指出：“政治史只是文化史的一

个方面，国家可能是国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表现，但并不是唯一的成就。人类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需要注意研究，如经济运动、法律、政治、艺术、宗教等等；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撰写这些方面，把

它们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从这些复杂的社会事实中抽象出某些基本的、统一的观点。”②其后，另一

位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Ｋａｒｌ．Ｌａｍｐｒｅｃｈ）则“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老历史学派进行了全面

攻击，指责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事实，特别是政治事实的搜集者，没有深入分析原因，也不去寻找事物的

联系和统一”，“兰普雷希特认为个人不能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制约个人。历史家也要象社会科学家那

样，把社会即人类的整体看作自己著作中的基本因素，而且必须牢记个人仅仅是依靠大集体的一种偶

然的暂短现象”，主张“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生与发展，以便确定它的精神意识，或如近代

社会学者所说，它的行为的模式”③，这种注重整体的观念在表面上来看与兰克的整体史观念似乎有

些相似之处，但兰克的整体史注重的是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兰普雷希特的整体是指整个社会，其立

足点并不相同；兰克主张把历史学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上，兰普雷希特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以

社会学法则为基础的历史科学”④。所以，虽然兰普雷希特的理论有不少疏漏，在当时也并没有被学

界所普遍接受，但后世史家仍将其其视为德国新史学的一个先驱。其后，在以古斯塔夫·史莫勒为代

表的经济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和维尔纳·桑巴特（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ｍｂａｒｔ）为代表的年

轻一代社会学家的推动下，德国的经济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对整个西方

学界的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理性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德国不同，奉行经验主义的英、美两国学界并不注重整体史之类的

理念，而是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的专门化研究，其中也包括对社会史的研究。如英国历史学家弗莱德里

克·西波姆（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Ｓｅｅｂｏｈｍ）早在１８８３年就出版了一部题为《英国的乡村共同体》（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ｏｎ　ｏｒ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的著作，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研究英国早期的土地占有问题，

其后又出版了《英国农奴》（Ｖｉｌｌ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８９２）、《威尔士部落制度》（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ａｌｅｓ，１８９５）等专著。这些著作在广义上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笔者以“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作

为关键词，检索了以藏书丰富著称于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发现了数百种相关英文著作，

其中出版时间最早的一本以社会生活史为题的著作是１９０６年在纽约出版的《英国社会生活简史》（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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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该书共分为二十八章，按照时间顺序对英国自远古到现代的

社会生活进程作了简略的介绍。作者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Ｂｅｒｔｈａ　Ｓｙｎｇｅ在序言中表示，她撰写此书的目的不是

为了试图记录往昔的辉煌成就，也很少关注政府、王室、宗教、文学、科学和艺术，而是要反映前人的生

活状况及其物质基础，关注的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礼仪、婚姻家庭、以及文化教育、娱乐活动等方

面的情况，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把握过去时代的物质变迁，也是为了通过对前人生活的观照来认识自

我。① 可见社会生活史在２０世纪初即已出现，对其学科定位，英美学界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而

在社会经济史领域，英美历史学家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如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Ｗ·汤普逊在

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１年分别出版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和《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这两部专著，就是该领

域的代表性著作。

与此同时，法国史学界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１９２９年，法国历史学家吕

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该刊以经济史为主，兼顾文化

史与社会史，与此前出版的《社会经济史》季刊成为欧洲最为著名的两大新史学刊物。１９３９年该刊改

名为《社会史年鉴》，１９４２年又改称《社会史论丛》，更加突出了其注重社会史的特色。在倡导社会史研

究的同时，马克·布洛赫对法国农村社会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于１９３１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

代表作《法国农村史》②。该书将法国农村看作一个庞杂的社会，将其放在整个法国乃至全欧洲范围内

进行考察，对法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领主制、社会集团、农民生活和农业革命等诸多问题作了全方

位的综合研究，将农村社会史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学术水准，成为年鉴学派第一代的开山之作。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布洛赫又出版了一部题为《封建社会》的专著，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对法国封建社会作了

系统性的研究。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副标题为“依附关系的成长”，内分五编：第一编为“环境：最

后的诸次入侵”；第二编为“环境：生活状况和心态”；第三编为“人际纽带：家族关系”；第四编为“人际

纽带：附庸制与采邑”；第五编为“下层社会的依附关系”；下卷副标题为“社会等级和政治体制”，分为
“社会等级”、“政治体制”、“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封建主义及其影响”三编。③ 此书不但开启了对封建

社会研究的国际学术热潮，而且也是该领域目前仍最值得推许的一部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社会史论丛》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历

史学家也随之登场。１９４７年，布罗代尔以一部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著作

通过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答辩。两年后，该书在巴黎正式出版，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环

境的作用”，“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

趋势”，“首先是依次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进行研究，最后是试图显示所用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

在战争这个复杂的范畴内怎样起作用”，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第三

部分题为“事件、政治与人”，这部分的历史正是传统的历史，“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

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传统的事件史只是历史的表层，社会史与环境史才是深层的历史，这也彰

显了社会史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此后，年鉴学派在欧洲历史学界逐渐成为主流，社会史研究也进入

了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段。其中有些著作比较注重宏观层面的社会文明史，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约翰
·巴克勒等三人撰写并于１９８７年出版的三卷本《西方社会史》，就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西方社会文明在

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而另一些著作则比较注重微观层面的社会生活，如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

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就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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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一向以政治史为主体，对社会生活史相对比较忽视。不过，在古代史籍中，也不乏

对于民众生活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记载。进入１９世纪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许多西方人对了

解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著作亦应运而生。其中最早一批著作，

出自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之手。如卢公明（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１８６５）、约翰·格

雷（Ｔｈｅ　Ｒｅｖ．Ｊｏｈｎ　Ｇｒａｙ）的《中国人民法律、时尚和习俗史》（１８７８）、布丽森夫人（Ｍａｒｙ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Ｂｒｙ－
ｓｏｎ）的《中国儿童的家庭生活》（１８８５）及《中国儿童生活》（１９００）、明恩溥（Ａｒｔｈｕｒ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

《中国乡村生活》（１８９９）、泰勒·何德兰（Ｈｕｄｓｏｎ．Ｔ）的《中国的男孩和女孩》（１９０９）、坎贝尔·布朗士
（Ｂｌａｎｃｈｅ．Ｋ）的《中国儿童》（１９０９）等等，这些著作虽然大多以作者当时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实地观察和

个人体验为基础撰写而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著作，但相对于中国人对本国社会生活的记

载，却显得比较系统，角度也比较新颖，能够从异文化的眼光对中国社会生活现象作出新的分析和诠

释。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生活史研究在西方尚处于草创阶段，西方人研究本国社会生活史的著作

尚不多见，而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著作却出了不少，这也说明对他者的关注很可能就是社会生活史研

究兴起的一个最初的原因。而从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则可以说是滥觞之作，它

们不但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也为后人研究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留下了一

批内容丰富的史料。

其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汉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

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且体现出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早在

１９１９年就出版了其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节庆和歌谣》（Ｆêｔｅｓ　ｅｔ　ｃｈａｎｓｏｎｓ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该

书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诗经》中的情歌作了整体性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古代歌谣的特点，并在此基

础上对中国古代歌谣与节庆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节庆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又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于１９５９年即曾出版《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对南宋晚期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杭州的城市生活环境、人口状况、火灾消防、交通、供应、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

服饰、居住、饮食、婚姻、生育、休闲娱乐等等）作了专题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社会生活画

面。１９７２年，又出版了一部从宏观角度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中国社会史》，获得该年度圣杜尔奖
（法国最高学术奖），其后多次再版，成为欧美许多大学的中国社会文明史教材。从他的这两部著作

中，我们不但可以把握到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两种趋向，也能获得对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社会生活变迁

的许多新的认识。此外，魏丕信的《１８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荒政》（１９８０）也是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

古代社会史的一部杰作。

如果说，法国汉学家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比较注重文明史和文化史方面，那么，美国汉学界则更注

重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如美国学者魏复古（Ｋａｒｌ　Ａ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和中国学者冯家声合著的《辽

代中国社会史》（１９４６）就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施坚

雅撰写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该书以系列论文形式于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间在《亚洲研究

杂志》上首发，后来结集出版）则以实证材料为基础，对中国农村的市场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作了系

统深入的分析。他所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１９７９）一书则从历史、空间、社会体系三方面对中

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发展、中国社会的城乡关系、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作了全面的研究。这两部著

作都是中国研究的典范之作。１９７０年８０年代，由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中国学界在整体上出

现了社会史的转向。如汉学家罗威廉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Ｒｏｗｅ）即曾倡导新社会史的研究，他的专著《汉

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１７９６－１８８９）》（１９８４）、《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１７９６－

１８９５）》（１９８９）也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此外，美国历史学家伊沛霞（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Ｅｂｒｅ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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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曾经先后出版《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

（１９７８）、《袁氏世范：中国宋代的家族与财产》（１９８４）、《中华帝国的儒家思想和家族礼仪：关于礼仪著

述的社会史研究》（１９９１）、《内闺———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１９９３）、《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和家族》

（２００２）、《晚期中华帝国的家族组织（１９００—１９４０年）》等十几种相关著作，仅从这些书目中，就能看出

其研究的专精和深入。美国汉学家韩书瑞、罗友枝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１９８７）及韩书瑞个人

专著《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１４０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

作为中国的东亚近邻，日本人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也相当深入。据宋镇豪所述：“日本学界对中

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４０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殷卜辞与古代中国人之生

活》（１９４１）等。另外，加藤常贤《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１９４０）、诸桥辙次《支那之家族制》（１９４１）、清

水盛光《支那家族的构造》（１９４２）等几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庙

祭祀制度等，并具一定的影响力。５０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如内藤戊申《殷人的生活》

（１９５７）、仓林正次《飨宴之研究———仪礼篇》（１９６５）、泽田大多郎《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

形态》（１９６６）、池田未利《古代中国的神与人间》（１９６７）、加藤常贤《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１９７０）、谷

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１９７０）、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１９７１）、藤野岩友《中国

古代的坐法》（１９７２）、伊藤道治《殷代的宗教与社会》（１９７５）、深津胤房《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字都宫清吉《（诗经）时代的社会》（１９７８）、松本雅明《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

（１９７９）、笠川直树《殷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１９８１）等。最近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一部林巳

奈夫撰《中国古代的生活史》（１９９２），该书列服饰、住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

乐、武器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

都以勤于资料搜汇、辨析细腻、微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囿而各呈风彩。”①而对其他时期的中国社会史

和社会生活史，日本汉学界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１９７６）一

书就对六朝隋唐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结构、城乡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斯波义信的《宋代

江南经济史研究》（１９６８）一书也包括许多社会史方面的内容，作者在序言中还对日本中国社会史研究

作了回顾，认为：“中国学在广义的社会史学术潮流中已具备国际规模……今日的学术潮流着眼于对

广义社会史基本事实的发掘，致力于对与长期持续波动相适应的内在成长变化及其原因的叙述分析。

就这一点而言，以加藤繁、内藤虎次郎教授为先驱的日本的中国社会研究，起步比欧美及中国的研究

领先了半个世纪。正因为日本学者把握了中国通史的各个时代，抓住了其中若干个主要的、内在原因

导致剧变的划时代关键期，与此相呼应，就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局面，从横向、纵向进行多层次

的、全方位的、几乎是平均秘密的观察，才有可能对基本事实定位。”②此说虽为一家之言，但对了解日

本学界的自我定位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与西方学界及日本学界相比，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起步相对比较晚，发展道路也颇为曲折。１９１１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亮采撰写的《中国风俗史》一书，该书虽无社会生活史之名，但内容丰富，包括

饮食服饰、婚丧礼俗、婚姻家庭、阶级制度、流品门第，乃至于学风等方面，并不限于现在所说的风俗的

范围，可以称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的滥觞之作。但当时社会史研究并未形成风气，罕见有类似著作出

版。就笔者视野所及，２０年代早期和中期，与中国社会史有关的著作似乎只有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

俗志》（１９２３年）、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１９２５）两种。但是，到了１９２８年后，这种情况却有了很

大的改观。当时，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热的兴起，学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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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历时颇久、规模很大的论战，许多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出版了数十种研

究性的或史料整理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１９２８）、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

度小史》（１９２９）、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１９２９）、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１９２９）、高达观

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１９２９）、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３０）、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

之社会学研究》（１９３０）、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１９３１）、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１９３４）、王书奴的
《中国娼妓史》（１９３４）、全汉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１９３４）、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１９３４）和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１９３６）、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１９３７）、瞿兑之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１９３７）、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１９３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亦名《中国农民的生活》）等

等。仅从这些书目上，就能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从内容上

看，既有对中国古代社会史料尤其是生活风俗史料的整理和考证研究，也有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专

题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宏观探讨。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之外，许多作者

还分别或综合运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一些作者还具有明

确的方法论意识。如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探讨》一书的绪论中，就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必要和

方法作了专题论述，认为在社会史研究中可以采用三种方法：一是“概括的记述法”，就是“把类似的事

实和现象集合起来，指出共通的征象”；二是抽象法，“把复杂的事务分析开并且简单化”；三是统计法，

进行定量研究。① 又如李安宅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一书序言中，开首即揭橥其研究方

法，“完全是客观地将《仪礼》和《礼记》这两部书用社会的观念来检讨一下，看看有多少社会学的成分。

换句话说，就是将这两部书看成已有的社会产物，分析它所用以影响其他的社会现象（人的行动）者，

是哪几方面……这里所要知道的仅是这两部书的社会学内容，所以这里所有的只是内证的研究（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不是外证的研究（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② 虽说当时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尚在草创阶段，许多

方面都不那么成熟，但是，因为许多研究者都有传统的史学研究和史料考证的根底，又能运用新的研

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还是比较可观的。其中一些著作直到今天仍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到了４０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吴泽霖的《贵州苗夷社会

研究》（１９４２）、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１９４３）、陈达的《现代中国的人口》（１９４６）、瞿同祖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１９４７）、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１９４７）、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

北史》（１９４８）、伍锐麟的《三水疍民调查》（１９４８）等。此外，“还有费孝通的《开弦弓》、林耀华的《金翼》、

许烺光的《祖荫下》、杨懋春的《台头村》等在这一时期国外出版的人类学名著，尽管受当时的结构功能

论的影响很大，但仍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感”。③ 此后，沿着社会科学化的路向，一些旅美华裔学者在中

国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１９５３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的张仲礼，１９５５年就在美国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绅士———关于其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

究》的英文著作。该书以计量历史学的方法对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传统士绅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的

地位、作用作了深入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典范之作。１９６２年，他又在美出版了《中国绅士的收入》一

书，对中国绅士的各种收入作了细密的研究。与此同时，台湾学者许倬云也以对中国上古时期社会流

动的研究于１９６２年获得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于１９６５年将博士论文出版成书。

该书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探讨了社会变动与“政治结构、经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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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战争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① １９８０年，他又在美国出版了一部关于汉代农业的英文

专著，“这本著作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考察汉代农业的，一个是从观察政府入手，一个是从观察农民入

手”。其中第一章介绍了汉政府对人口和土地问题的应对策略；第二章以“土地成了被追逐的财富”为

主题，着重分析了汉帝国重农抑商政策的矛盾；第三章以农民的生计为题，对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

和市场的作用作了考察，其余三章分别阐述了汉代的农业资源、耕作方式与方法以及农民在农作以外

的选择。这两部著作的出版，都更新了人们对上古社会史的认知。

作为美国华人学者中的一代翘楚，１９５２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英国史博士学位的何炳棣在

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１９５４年，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州盐商：１８
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的学术论文，从制度和家世考证入手，分析扬州盐商的炫耀式消费行为

和热中科举功名的心理对其财富积累的消极影响。其后，他又于１９５５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表

了一篇题为《美洲作物传华考》的学术论文，１９５６年在美国《经济史学报》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历史上的

早熟稻》，这两篇论文虽然都属于经济史的范畴，但与社会生活史其实也有相当大的关联。１９５９年，何

炳棣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１３６８－１９５３）》（英文原书名为“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３６８－１９５３”），对明初以来的中国人口状况作了考证和统计，并且基本上解

决了旧史书中“丁”与“口”的关系问题，为人们把握中国人口和社会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９６２年，他又出版了《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６８－

１９１１》（汉译为“明清社会史论”），对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果及社会各阶层间的上下流

动的历史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其主要史料依据是近百种明清两代的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进

士同年齿录和晚清若干举人和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其中进士组共分析了１５０００个例案，举贡组约

２５０００个例案。据何炳棣统计分析，这些人中祖上三代为布衣出身的比例高达４０％以上，因此他认为

明清时期中国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英国。这个发现对于打破对古代中国的刻

板印象是很有意义的。此后，何炳棣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文专著《中国会馆史论》（１９６６），书中考证

出会馆的创设年代为１４２０年明永乐迁都北京后，比日本学者此前所说的嘉靖３９年（１５６０）早１３０多

年。日本学者主要研究北京等地若干行会和工商性质的业缘会馆，何著研究包括京都、各省省会、州

县乃至工商市镇，相比之下更加全面。“至于结论方面，前此日本及西方学人皆认为我国行业及地缘

性会馆制度的发达，反映民族小群观念特盛，大群观念薄弱，有阻碍延缓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何

著“发现大、中城市以及繁荣市镇的种种业缘、地缘组织，表面上虽企图专利垄断，呈现出支离破碎的

分割局面，但实际运作上无时不由竞争而折冲妥协，更进而谋求合作以图共存共荣。一般而言，无论

地缘观念最初如何深固，同业的经济利益迟早能克服了同业之内原来的窄狭地缘观念，所以最后总是

趋向于超地缘的业缘组织的形成”。② 这些原创性学术成果都得到了国际中国研究学界的高度重视，

也将中国社会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国际学术前沿。

但在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期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大陆的社会史研究却受到了许多方

面的限制，在宏观层面基本上被社会发展史所取代，尤其偏重于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等问题的探讨。

而在探讨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时，又必须把最初从苏联引进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作为基本框架，按照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进行削足适履般的

解释，这就导致了对历史的扭曲。如上古夏、商、周三代实行诸侯分封制，史称“封建”，但按照历史发

展五阶段论，却被称作“奴隶社会”；秦灭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以君主专制为轴心的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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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邹永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５页。



制，这与布洛赫所说的那种以领主采邑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完全不是同一种社会形态，但时至今日，在

教科书体系和许多著作中，却仍被称作封建社会。不仅如此，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把阶级矛盾与阶

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也造成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忽视。据统计，１９４９－

１９７９年间，大陆学者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论文只有３２篇①，专著也为所不多，文革前只有寥寥

数种得以问世，其中较早出版的两部著作包括董家遵的《中国收继婚姻之史的研究》（１９５０）和王瑶的
《中古文人生活》（１９５１）这两部著作其实都是民国时期的著作，１９５５年出版的两部著作（即侯外庐的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则都是以主流意识形态阐释历史的典型，此外，孙作

云于１９６６年出版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１９６６）也带有比较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只有姚薇元

的《北朝胡姓考》（１９５８）尚属于传统史学的范围，因而也不具有代表性。到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占据

主导地位，除了考古学领域还取得了一些进展以外，中国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史方

面自然也没有出现什么研究成果。这种情况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得以改变。

进入８０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开始复苏，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据统计，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间，大陆学者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论文共有４３３篇，其中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６
年间发表的有７０篇，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间发表的有３６３篇。②与此同时，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专著。其中既

有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风俗、婚姻、丧葬、服饰、饮食等）分门别类的专题史研究，也有以断代为

基础的综合性的社会史和生活史，此外还有区域性的社会史和生活史，以及把断代性、区域性和专门

化结合起来的区域断代社会生活专门史。专题性的社会生活史尤为常见，仅风俗史方面，就有陈高华

和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２００１）、康健主编的《中华风俗史》十卷本（２００１）、徐杰舜主

编的《汉族风俗史》五卷本等多种成系列的大部头著作。《中华风俗通史》一书涵盖面尤其广泛，包括

了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各项内容，对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各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

会生活史。断代性的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也为数不少，除了朱瑞熙的《宋代社会史研究》（１９８３）、宋德

金的《金代社会生活史》（１９９０）、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１９９０）、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

会史》（１９９２）等几种较早的著作以外，比较有影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写并于１９９４
年起陆续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及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１９９６）。相

比之下，区域性的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则更显得异彩纷呈。据笔者所见，就有王迪的《跨出封闭的世

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１６４４—１９１１）》（１９９３）、钱杭和承载合著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

（１９９６）、薛宗正等的《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１９９７）、富丽的《康乾时期北京人的社会生活》

（１９９９）、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２００１）、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

控制》（２００２）、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２００２）、周俊旗等的《民国天津社会生

活史》（２００４）、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与丧葬》（２００４）、熊月之、熊秉真主编的《明清以来江南社会

与文化论集》（２００４）、卢汉超的《霓虹灯外：２０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２００４）、李长莉的《晚清上海

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２００４）、管彦波的《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２００５）、吴建华的
《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２００５）、陈江的《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２００６）、熊月之的
《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２００８）、王健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

（２００８）、王敏的《上海报人社会生活》（２００８）、陈祖恩的《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１８６８－１９４５）》（２００９）、

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１９００－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徐吉军的《南宋临安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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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彭卫：《近五十年中国古代生活史研究述评》，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中国史学研究室编《中国史学》第六卷，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等等。其中仅以江南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就有九部，再加上近年来被翻译为中文的汉学著

作，如美国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１９９３）、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

女文化》（１９９４）、岸本美绪的《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１９９９）、滨岛敦俊的《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

仰》（２００１）、大木康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２００４），以及前面提到的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

究》，可以说，对于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状况，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是相当可观

的，其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这是与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以及该地区在国内各

区域中长时间的领先地位相适应的。不过，总的来看，区域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还处在一个开疆拓土的

阶段，许多区域的研究起步不久，有些方面甚至处于空白状态。以浙江为例，与已有相当基础的浙江

文化史研究相比，浙江的社会史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以往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成果，基本上是在江南

社会生活史的大框架中展开的，且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宁、绍等地，对于金、衢、温、台、丽等地则罕有

研究；在断代性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方面，近现代方面的研究也相当薄弱。这不仅制约了浙江社会史和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进展，也对浙江整个区域的综合性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已经成了浙江

区域研究中的一块短板。因此，我们今后在浙江区域研究中，不但要深化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也要加

强对浙江经济史和浙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尤其要加强对浙江近现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获得对浙江自古至今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通贯性的理解。

目前学界对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认识不甚一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共识。如常建华

所著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２００４）一书将社会史当作一个学科，而赵世瑜

则将社会史视为方法，否认其作为专门史的意义①，双方观点相持不下，这种理论上的莫衷一是势必会

带来实践上的无所适从。因此，本文对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其

目的就是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学术史脉络的梳理和对相关著作的研究深入把握社会史和社

会生活史研究的学科定位，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依笔者之见，社会史研究既是一种视野和方法，更

是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而社会生活史研究则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研究

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群体性现象，而不是个体的活动和动态的历史事件。个体

活动和历史事件只有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才具有社会史的特殊意义。虽说对于社会生活

史体系建构的具体内容，人们容或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围是相

当广阔的，并不局限于衣食住行、婚丧礼俗、节庆娱乐等方面。以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中最先

出版的《夏商社会生活史》（１９９４）为例，该书共设八章分别阐述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一、自然生态环境

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

配；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五、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

活两分的催化；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规范；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②由此可

见，那种将社会生活史化约为风俗史的路数，并不是中国社会史学界的主流，更不是我们在研究中必

须遵循的路向。真正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在整体上把握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将对社会生活各个

方面的专门化研究与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分析结合起来，在长时段、结构性的问题上着力钻研，

这也正是笔者从对１９世纪晚期至今整个社会史研究学术传统的回顾和分析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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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阅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１２页。


